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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得益于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的改进、微观调查数据的可得性提高、管理学与应用心理学

等领域研究方法的引入,过度教育的经济学研究已经从新古典理论框架下个体偏好一致性、市场无

摩擦的静态模型,逐步向区分个体偏好异质性、行业动态变化的局部均衡模型转变。本文力图归纳

过度教育的动态测度方法、经济学解释、影响过度教育的重要因素,以及过度教育对劳动者个人收

入、企业生产效率、健康、就业率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最后,本文围绕该领域可供拓展和改进的

研究内容与方法进行了阐述,以期为全面把握过度教育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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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投资是形成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无论对个体还是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Francesconi
& Heckman,2016)。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加大对教育的投资,但也导致毕业生就职于低于他们

实际人力资本资质的岗位,并且教育回报有所下降。Freeman(1976)针对这种现象首次提出“过度教

育”的概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和新技术革命,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加大各级教育,劳动力市

场中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与其工作岗位所要求的教育水平之间的错配现象在全球呈蔓延之势。
近年来,职业快速迭代,收入分配加速走向极化。如何动态测度过度教育程度,如何突破新古典

经济学静态分析框架解释过度教育,成为劳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话题。过度教育受到哪些因素的影

响,如何调节社会资源以缓解过度教育,过度教育对劳动力收入、企业生产率和社会福利有何影响,
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是否存在长短期的差异,是否对劳动者身心健康产生影响? 最近诸多文献对于

这些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当前以信息技术深度和全面应用为特征的技术革命迅猛发展、人口

红利逐步减少的背景下,对过度教育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归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相关研究表明,如何识别过度教育的投资回报一直是劳动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虽然过度教

育的回报率为正,但相比于工作—教育匹配者的回报率仍较低(Dockery& Miller,2012;Zakariya,2014;

Chevalier,2003;Wen& Maani,2022)。不过,目前的结论可能仅反映了人力资本存量或其他不可观

测因素的差异。这主要是源于明瑟工资方程中核心解释变量“过度教育”的遗漏变量偏差所导致的

内生性问题。一方面,个体能力和其受教育水平相关,导致过度教育年限变量内生;另一方面,行业

对雇员的受教育水平有偏好,而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与个体的劳动收入相关,经典的实证研究很难

将过度教育与不可观测的个体能力水平或者行业偏好区分开来。尽管Korpi& Tåhlin(2009)试图

用兄弟姐妹的数量、童年时期的居住地、原生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原生家庭破裂情况四个工具变量来

解决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以及Dolton&Silles(2008)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利用在一定时期内通

过在职教育提升其受教育程度或跳槽到平均教育水平更高的岗位的样本来估计过度教育和教育不

足的回报,但是仍很难克服弱工具变量的挑战,或者满足固定效应模型中不可观察因素的外生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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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导致估计依然有偏。
尽管该领域的研究面临上述难题,但是探索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得益于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的

改进、微观调查数据的可得性提高、管理学与应用心理学等领域研究方法的引入,过度教育的研究已

经从新古典理论框架下个体偏好一致性、市场无摩擦的静态模型,逐步向区分个体偏好异质性、行业

动态变化的局部均衡模型转变,力图更科学地解释过度教育问题。在此基础上,研究视角层面逐步

向微观演进,实证验证新古典理论模型;研究内容紧扣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探讨其对过度教育的

影响;研究方法上尝试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新方法,基于过度教育视角审视其对个体劳动收入、生理和

心理变化、企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就业率变动的影响。

一、过度教育的动态测度方法

过度教育的理论模型从新古典理论框架下个体偏好一致性、市场无摩擦的静态模型,转向区分

个体偏好异质性、行业动态变化的局部均衡模型,测度方法也相应变化。
在新古典理论研究框架下,假设个体一致性,过度教育的测度是个人受教育程度与工作岗位或

者职业的学历要求之间的差异。具体有三种测度方法,分别是:基于员工对其工作岗位或职业所需

教育水平的主观评估的员工自我评估法(Duncan& Hoffman,1981;Galasi,2008;Green& McIn-
tosh,2007),基于专业机构客观评估各个职位满足其任职资格的教育水平的工作分析法(Karakaya
etal,2007),以及基于相同职位员工受教育程度统计数据的实际匹配法(Clogg&Shockey,1984;

DeOliveiraetal,2000)。但是这三种方法都无法与新技术革命引起的行业职位快速迭代相匹配,更
无法识别个体的异质性偏好。

在局部均衡理论研究框架下,Chevalier(2003)假设个体异质性,即相同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之间不可

被完全替代,将过度教育区分为“真正的过度教育”和“表面上的过度教育”。Quinn&Rubb(2006)假设

职业或工作岗位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是动态变化的,提出了存在世代效应的过度教育测度方法。
首先,Chevalier(2003)假设劳动力市场存在两种高等教育毕业生,分别是具备高技能水平的优

等生和具备低技能水平的差等生;其次,假设公司或企业提供三种不同技能要求的工作岗位,分别是

大学毕业才能胜任的高技能工作岗位(记作G)、不要求大学毕业就能胜任的中等技能工作岗位(记
作U)和不要求大学毕业就能胜任的低技能工作岗位(记作L);最后,假设高等教育毕业生和工作岗位

按质量排序依次匹配:(1)质量排序靠前的优等生可以从事G类型的工作,这种属于恰好匹配;(2)质量

排序靠后的优等生不得不从事U类型的工作,这种属于“真正的过度教育”;(3)质量排序靠前的差

等生也从事U类型的工作,以往的测度方式认为这种类型属于过度教育,但新的测度方法仅认为他

们只是学历不匹配,但是技能匹配,应归类为“表面上的过度教育”;(4)质量排序靠后的差等生不得

不从事L类型的工作,这种属于“真正的过度教育”。在实证研究中,Chevalier(2003)使用英国1985
年和1990年的毕业生数据,通过标准职业代码将工作岗位分为需要大学毕业才能胜任的工作和不

需要大学毕业即可胜任的工作。然后,根据毕业生对“自身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岗位的学历要求之间

的匹配是否感到满意”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区分研究样本是否为“真正的过度教育”,即受教育程度高

的劳动力如果对自己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岗位的学历要求的匹配程度感到满意,就被定义为“表面

上的过度教育”,而那些对此不满意的人才被定义为“真正的过度教育”。但是,这种测度方法可能低

估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因为质量排序靠前的优等生若从事G类型的工作一般被视为恰好匹配,此类

劳动力是否对其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岗位的学历要求之间的匹配感到满意并没有被测度。

Quinn&Rubb(2006)指出,满足各个职位任职资格的教育水平会随着新技术革命、高等教育资

源的扩充和教育质量的变化而变化,这被称之为“世代效应”。根据样本个体的出生年份和调查年份

来估计劳动力所在职业或工作岗位所要求的教育程度,一般将劳动力真实的受教育程度与其职业虚

拟变量、出生年份和调查年份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用估计系数预测个体的受教育水平,得到给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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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年份、调查年份和从事特定职业所要求的教育程度。如果样本真实的受教育程度超过其受教育水

平预测值的一个标准差,则被视为过度教育;相反,如果低于其受教育水平预测值的一个标准差,则
被视为教育不足。使用1987-1999年间墨西哥家庭样本数据,其男性的过度教育率为13.5%,而使

用实际匹配平均数和众数法得到的男性的过度教育率分别为17.2%和39.9%。

二、对过度教育的经济学解释:基于新古典理论框架的拓展

以往的研究都是基于新古典理论框架,假设个体偏好一致、市场无摩擦,构建静态模型,试图解

释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的问题。相关理论包括假设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变、劳动力供给过剩的人力资

本理论(Mincer,1974)和信号筛选理论(Spence,1973),或者假设劳动力市场供给不变、劳动力需求

受限的工作竞争理论(Thurow,1975)和职业流动理论(Sicherman& Galor,1990)。上述理论认为

过度教育要么在劳动力市场中持续存在,要么是一种短期现象,但是都没有注意到过度教育在劳动

力市场中的动态发展变化,例如职业中断或向下流动等经济现象(Büchel& Mertens,2004)。新近

的研究假设个体偏好异质、市场有摩擦、行业动态变化,构建局部均衡模型,试图刻画劳动力市场供

需匹配的动态调整过程,例如 Albrecht& Vroman(2002)和Gautier(2002)提出的搜索摩擦理论。
也有学者试图跳出劳动经济学的框架,淡化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属性,强调教育作为消费品的

属性,解释过度教育产生的原因,例如Gottschalk& Hansen(2003)和Leuven&Oosterbeek(2011)
提出的教育偏好理论。

搜索摩擦理论是由Albrecht&Vroman(2002)和Gautier(2002)提出,假设劳动力市场存在搜

寻摩擦,劳动供给方受教育程度不同,其分布是外生的,劳动力需求方可以设置不同技能要求的岗

位,高技能工作岗位比低技能工作岗位的劳动产出更多,且高技能工作岗位只能由受教育程度高的

劳动力胜任。若假定劳动力不能在职流动(Albrecht& Vroman,2002),劳动力市场将产生两种均

衡:第一种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匹配到高技能工作或低技能工作,第二种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劳

动力拒绝从事低技能工作。当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从事低技能工作时,即发生过度教育。当高技

能工作岗位与低技能工作岗位的劳动生产率差距缩小时,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从事低技能工作的

可能性将提高。同样,当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的劳动供给的占比提高时,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

将不得不从事低技能工作,否则只能失业,那么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将增加。若放松关于职业流动的

假设,允许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在职流动(Gautier,2002;Doladoetal,2009),失业的受教育程度

高的劳动力和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都将竞争低技能工作岗位,其外部性导致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

力可能从事低技能工作,但通过职业流动,过度教育仅是短期现象。而劳动需求方对低技能工作岗

位的供给呈现两种方向相反的边际效应:第一,因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可以进行在职搜寻,他们在

低技能工作岗位中的离职率提高,公司招聘成本显著增加,为了降低招聘成本,公司将减少低技能工

作岗位的供给数量,则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竞争低技能工作岗位的难度显著提升。第二,低技能

工作岗位的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比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

力的生产率更高,搜寻摩擦导致从事低技能工作岗位的劳动力中的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比例更

高,低技能工作岗位的劳动生产率被动提高,公司将偏好增加低技能工作岗位的供给数量,则受教育

程度低的劳动力竞争低技能工作岗位的难度显著下降。因此,过度教育的发生概率不仅取决于受教

育程度高的劳动力与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从事低技能工作岗位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也与其在低技

能工作岗位中的离职率有关。
教育偏好理论是由Gottschalk& Hansen(2003)和Leuven&Oosterbeek(2011)基于消费经济

学的偏好理论提出,试图解释教育的消费价值。他们认为教育是一种消费品,而不完全是投资品,具
有消费价值。由于人们对教育的消费偏好不同,有些人对教育过度消费,导致“过度教育”。相反,有
些人对教育消费不足。Gottschalk& Hansen(2003)假设市场中存在两种工作岗位,分别是大学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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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才能胜任的工作岗位和不需要大学毕业即可胜任的工作岗位,同样市场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劳动供

给,分别是大学毕业的劳动力和非大学毕业的劳动力。两种工作岗位根据生产函数进行生产活动,
在同一工作岗位上,两类劳动力完全可替代。对于同一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大学毕业的劳动者的

工资高于非大学毕业的劳动者,高出的部分称为“大学溢价”。与需要大学毕业才能胜任的工作岗位

相比,不需要大学毕业即可胜任的工作岗位提供的大学溢价更低。允许劳动力对这两类工作岗位有

不同的偏好,即有些大学毕业劳动者预期获得更高的大学溢价,选择在大学毕业才能胜任的工作岗

位上就业,而有些则相反。企业根据大学溢价来雇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劳动者则根据其自

身偏好与工资来择业。最终均衡时,存在大学毕业劳动者在不需要大学毕业即可胜任的工作岗位上

就业,出现过度教育现象,但其依然能够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故不存在资源错配或资源浪费。

三、过度教育的影响因素:研究范式的改进与新经济的发展

在以往文献中,过度教育的影响因素并没有被纳入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但是,只有深入分

析谁更有可能成为过度教育者,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过度教育,才能理解过度教育研究的社会意义和

实践价值。一方面,得益于微观数据的可获得性提高与因果识别方法的逐渐完善,实证研究验证了

新古典理论模型,发现部分劳动者由于其年龄、工作经验或者家庭背景的差异而更容易陷入过度教

育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移民、与服务业相关的各专业的高等教

育毕业生、临时工与私营部门等因素都被纳入过度教育的研究视阈。总而言之,有关过度教育影响

因素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层次因时代背景的变化向多维度、宽内涵、深层次拓展。
(一)研究范式的改进

人力资本理论假设劳动者和企业在劳动力市场撮合时均需要花费时间和人力成本,而市场匹配

成功的概率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和个人特质等因素相关。年轻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市场的

新进入者尚没有足够时间展示自身能力,也没有时间或渠道获取充分的招聘职位信息,不得不从事

低于自身受教育程度就能胜任的工作,因此过度教育是年轻劳动力适应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必然过

程。Lara&Costanzo(2016)基于意大利就业人口数据以及Fuetal(2021)利用2013年OECD国家

的高等教育毕业生数据均验证了上述理论,即与35岁以上的中年或壮年劳动者相比,25~34岁的青

年劳动者的过度教育率显著更高。相反,一旦年轻劳动者有时间和机会展示自身能力,有更多的渠

道获取招聘信息,其过度教育发生概率将会显著降低。例如,在大学期间有类似于职场经历,如创业

经历(Kucel&Vilalta-Bufí,2019)和社团经历(Griesshaber&Seibel,2015),都显著增加了初次进

入职场的高等教育劳动者展示自身能力的时间和机会。而拓宽大学毕业前夕求职的信息渠道(Liet
al,2010)或者大学毕业生仅通过校园招聘专场而不是社会渠道求职(Carroll& Tani,2015),都会

显著降低其过度教育的发生率。
职业流动理论认为过度教育说明了劳动者的其他人力资本存在不足,如工作经验或在职培训。

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如果从事低于自身受教育程度就能胜任的工作,目的是积累工作经验与技

能,进而通过跳槽从事与自身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工作。最近的实证论文基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证

实了上述理论。Filiztekin(2011)基于土耳其就业人口数据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过度教育发生率

也越高。Zakariya(2014)利用马来西亚制造业从业人员数据发现,过度教育在高学历雇员中更为严

重。Haddad&Habibi(2017)利用2001-2012年间伊朗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数据也发现,在许多低

技能工作岗位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比例稳步上升,且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之间确实存在替

代效应。但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而言,这种可替代效应是暂时的,当其获得足够的工作经验、
积累相应的工作技能后,将通过跳槽从事与自身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工作。

工作竞争理论认为,位于求职序列越前的劳动者所需要的培训成本越低,就越有机会获得工作

行列头部的工作。企业一般依据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等特征对其工作能力进行排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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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跻身于求职序列较前的位置,个人会投资于教育,希望额外的教育会令其获得头部职位的机会

提高。相应地,强势家庭会增加教育投资,导致过度教育,而弱势家庭教育投资不足,导致教育不足。
但是最近的实证论文基于不同国家的数据,以父母受教育程度区别家庭背景,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

Gaeta(2015)基于2010年意大利国家统计研究所(STAT)的数据对博士毕业生的研究表明,父母受教育

程度越高,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反,Marqués-Perales&Gil-Hernndez(2015)基于西班牙

20世纪70年代出生、1999年或2000年毕业的高等教育劳动者数据研究发现,父母具有大学学位的

个体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更低。而Lim(2013)对马来西亚毕业生的研究表明,父母教育水平对子

女过度教育发生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二)经济全球化对过度教育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均积极主动地推动经济互联互接,加强全球经济合作,意欲在全

球范围内获取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贸易机会,跨国移民与日俱增,同时服务业快速发展。因此,移
民、与服务业相关的各专业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对过度教育的影响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随着与移民相关的数据日渐丰富,近十年的经验研究表明移民劳动者比当地劳动者的过度教育

发生率更高。Nielsen(2011)对1995-2002年丹麦移民的过度教育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接受过外

国教育的移民比丹麦本地人和在丹麦受过教育的移民更容易出现过度教育。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移

民中,21%的人从事初级或低学历要求的工作,而在丹麦本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只有4%从事此类

工作。DellAringa&Pagani(2011)基于2005-2007年意大利劳动力调查(LFS)发现,移民发生过

度教育的比例高达96%,而意大利本地人的相应比例仅为41%。并且,移民几乎都从事体力劳动,
数据显示,95.3%的移民是蓝领雇员。4%是低技能的白领,只有0.7%从事管理工作,而本地人的相

应份额分别为32.3%、47.9%和19%。实证结果也表明,移民比本地人更有可能过度教育,并且移

民年龄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原籍经验在意大利劳动力市场中不受重视,国外获得的

人力资本在东道国发生了贬值。而且,即使移民的技能适应了东道国,也无法追赶上本地人,因为移

民主要被迫从事没有发展机会的低技能体力劳动。利用2016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数据,DeAlwis
etal(2020)的实证结果也表明,亚洲移民,尤其是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出生的移民,发生过度教

育的可能性远高于澳大利亚本地人和其他国家出生的移民。但也有文献指出,移民的教育与职业不

匹配可能与在母国从事的最后一份工作不匹配相关(Kalfa&Piracha,2017),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

中教育与职业不匹配存在路径依赖,先前的过度教育经历会发出劳动效率或能力不足的信号,从而

对过度教育产生正面促进作用。
对于移民的后代,Dahlstedt(2015)指出,与移民一代相比,后代的教育不匹配程度降低。一种可

能的解释是,后代在东道国接受了教育,因此不受人力资本贬值的影响,也不太可能受到信号问题的

影响,并且后代在语言方面更流利,对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有更好的了解。对于移民来说,更好的语言

知识会减少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Blzquez&Rendon(2014)使用1991年和1996年加泰罗尼亚

人口普查数据验证了这一点,Sharaf(2013)利用1993—2001年间加拿大移民数据也表明,精通英语

或法语,以及加大移民后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资,大大降低了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
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与服务业相关的从业人员并没有获得行业红利。相反,无论是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调查数据都显示,实用技术型专业毕业生的过度教育率更低,其中以工程、医学

和药理学等尤为突出。Tarvid(2012)借助欧洲社会调查(ESS)数据发现,教育学毕业生面临的过度

教育风险显著低于经济学、商业和法律专业的毕业生。Kthiri(2019)基于突尼斯劳动力市场调查数

据的研究发现,相比于社会学、艺术、文学、管理等领域的毕业生,工程、医学和药理学等领域的毕业

生更不容易发生过度教育。
(三)新技术革命对过度教育的影响

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新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不仅扩大了劳动力市场的地理

—151—

李新荣等:过度教育的经济学研究新进展



  2023年第9期

范围,还提升了劳动者流动的便利性,甚至突破了就业的地域限制,同时导致零工经济发展。因此,
劳动者就业地域的灵活性、临工或短工劳动合同等对过度教育的影响亦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总体而言,新技术革命可以减少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基于2003年欧盟劳动力调查的研究表明,
技术变革增加了对高等教育毕业生的需求,可以减少过度教育的发生(Ghignoni& Verashchagina,

2014)。Sarkar(2017)利用1999-2007年间欧洲劳动力调查数据,分析了德国、西班牙、瑞典和英国

四个国家中技术变革与过度教育的关系,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两极分化较严重的国家,过度教育的

发生率高于就业变化处于某种升级模式(德国和瑞典)的国家。在西班牙和英国,过度教育现象主要

表现在以体力为主的低技能工作岗位上,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加剧。而在德国和瑞典,过度

教育的雇员更多地从事中等技能的常规工作和高技能的分析工作。
但是,新技术革命也无法熨平经济周期,因此关于经济周期对过度教育影响的研究被重视。然

而,目前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研究结论。一部分学者认为,当经济不景气时,劳动力市场中临时工和失

业时间增加,过度教育比例随之上升,但只是短期现象(Croce&Ghignoni,2012)。Erminietal(2017)利
用2009年和2014年两期意大利博士毕业生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博士毕业生的过度教育与大衰退呈

正相关关系。然而,另一部分学者发现不一致的结论。例如,Kiersztyn(2013)分析1988-2008年间

波兰经济转型期的过度教育情况后指出,过度教育不仅与经济周期无关,而且与经济体制转型也

无关。
新技术革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新技术革命不仅了扩大劳动力市场地理范围,而且提升了流动便利性。Büchel& Ham

(2003)对1998年拥有德国职业资格或大学学位的样本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范围和求职者地理流

动的便利程度与过度教育发生率呈反向关系。换句话说,劳动力市场范围越大,找到合适工作的可

能性就越大,发生过度教育的概率就越小。求职者地理流动越便利,空间灵活性越高,越容易突破地

理限制去到更大的劳动力市场,那么发生过度教育的风险就越低。当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

命在产业数字化转型中逐步渗透、居家办公日渐成熟时,就业的地域限制被突破,进而缓解过度教育

难题。Santiago-Vela& Mergener(2022)利用2018年德国就业人口数据发现,居家办公显著缓解了

过度教育的性别差异。这与Dockery& Miller(2012)利用1996年澳大利亚人口和住房普查家庭

(HSF)数据和Zakariya(2014)基于2007年马来西亚生产力投资环境调查数据(PICS-2)发现的女

性过度教育率显著高于男性的经验分析有所不同。
其次,新技术革命促使零工经济崛起,临时、兼职等短期工作模式日趋普遍。与永久合同的工作

相比,临时、兼职或固定期限的工作合同期限更短,劳动者搜寻匹配时一般从事低于自身受教育程度

就能胜任的工作,倾向于将这个阶段的工作目标定为获得工作经验、积累工作技能以及适应劳动力

市场,为最终获取长期稳定工作职位做准备。过度教育是临时或兼职工中的短期现象。最近的经验

研究验证了上述假想。Kthiri(2019)基于突尼斯劳动力市场数据研究表明,与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

员工相比,签订永久合同的员工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更低。Charalambidou& McIntosh(2021)利
用2005年欧洲收入和生活条件统计数据(ESILC)对塞浦路斯的过度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发现,临时

合同与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呈正相关关系,而兼职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最后,新技术革命促进私营部门的快速发展,但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的目标函数、管理模式并不

一致,导致对雇员偏好的差异。目前的经验研究发现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并不一

致。Kthiri(2019)基于突尼斯劳动力市场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私营部门的雇员发生过度教育的可

能性高于公共部门。可能的解释是,与私营部门相比,公共部门不仅具有明确的职业结构,其工作岗

位的技能要求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更易匹配,而且提供更加透明的晋升路径。相反,Haddad&
Habibi(2017)利用2001-2012年间伊朗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公共部门过度教育的

概率高于私营部门。Zakariya(2014)基于2007年生产力投资环境调查(PICS-2)数据研究发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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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简单地将劳动力需求方归纳为民营部门或者公共部门,而是应该从更多维度识别。实证分析指

出,在高等教育毕业的雇员占比越多、中等规模、外资所有权越高、同业竞争者数量越多、越注重学历

和工作经验的公司,过度教育发生率越低。

四、过度教育的经济社会收益

过度教育的经济社会收益一直都是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问题。以往文献仅关注过度教

育对劳动者个人收入和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但是随着多学科交叉研究融合,更多的经济与社会福利

衡量指标可被测度、被长期追踪,有关过度教育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效应研究从单一且短期的经济维

度转向多维化、动态化、长期化。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个人收入、企业劳动生产率、劳动者健康、弱势群

体就业和经济增长等方面进行研究。
(一)过度教育与劳动者个人收入

过度教育对劳动者个人收入的影响始终是经久不衰的研究难点和热点。已有文献基于扩展的

明瑟方程得到了一致性结论,即过度教育具有收入“惩罚效应”。近年来,随着长期微观面板数据可

得性的提高和实证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关于过度教育对劳动者的影响不仅进一步测算了短期的收入

惩罚效应的准确数值,而且将研究的视角和研究层次向多角度、宽领域拓展,开始关注过度教育对劳

动者收入长期动态的影响,例如其长期的污名效应、职业升迁等问题。
学术界一致认为,过度教育对劳动者短期收入存在“惩罚效应”。所谓“惩罚效应”是指,当个

体处于过度教育状态时,其教育回报率为正,但相比工作-教育匹配者的回报率更低。新近的学

者利用各国调查数据,采用多种实证方法对此展开估算。首先,总体而言,以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

为研究对象,Dockery& Miller(2012)使用澳大利亚2001-2008年间共八期家庭、收入和劳动力

动态调查数据(HILDA)构建随机效应面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过度教育的回报为5%,而适

度教育回报为10%。基于对过度教育不同的测度方法,Chevalier(2003)使用1996年英国毕业生

的数据,将过度教育进一步分为“表面上过度教育”和“真实的过度教育”两种类型,前者对教育与

工作之间的匹配程度感到满意,他们的薪酬比教育-工作匹配良好的毕业生低5%至10%,而后者

则对自身教育与所从事工作岗位的匹配度不满意,遭受了22%~26%的薪酬惩罚。基于不同的实

证模型,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效应依然稳健。Wen& Maani(2022)基于澳大利亚2001-2009年

间的 HILDA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固定效应模型中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效应大于0.6%,在工具

变量模型中收入惩罚效应上升至2.5%,最小二乘法估计的惩罚效应大于1.9%。过度教育的收入

惩罚效应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Zakariya(2014)利用第二次马来西亚生产力投资环境调查

(PICS-2),对制造业工人的教育回报进行研究发现,尽管过度教育的回报是正的,但仍低于适度

教育回报约6%~10%的水平。
其次,目前的研究已经逐步扩展至个体特征变量的异质性,例如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移民等

维度。Carroll&Tani(2013)利用澳大利亚2010年的学士学位毕业生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控制

无法观测到的个人特征、市场与经济环境特征,发现过度教育的年轻毕业生的收入惩罚效应不显著,
且数值更小,但年长的过度教育毕业生的收入惩罚效应显著。这说明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可能与个

体能力无关,但是与劳动力市场摩擦有关。Ryan&Sinning(2011)基于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上年龄

范围为25~34岁的全职员工在1996年和2006年的调查数据发现,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存在世代

效应,对于1996年的样本,受过高等教育的过度教育雇员遭受3.6%的收入惩罚,但拥有职业资格证

书的过度教育的工人遭受23.8%的收入惩罚。而对于2006年的样本,拥有职业资格证书的过度教

育工人已经不存在收入惩罚效应,但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过度教育雇员的收入惩罚效应依然存在。

Méndez(2018)基于乌拉圭在2012年和2016年的家庭调查数据,研究移民在到达乌拉圭前后的过度

教育的收入惩罚效应发现,移民在原籍积累的人力资本并没有得到移入国劳动力市场的认可,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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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高的移民收入低于受教育程度低但工作-教育匹配度高的移民收入。这种影响对女性相对

友善,过度教育的女性遭受20%的收入惩罚,并且随着在移入国工作经验的增加而减弱,而过度教育

的男性遭遇27%的惩罚,且没有随时间消减的趋势。加拿大移民的面板数据同样也显示出过度教育

的惩罚效应和性别异质性(Sharaf,2013)。
再次,目前的研究可借助更丰富的长期微观调研数据识别过度教育的长期效应。一部分学者指

出,过度教育劳动者在其职业生涯中长期遭受收入惩罚(Korpi& Tåhlin,2009;Romanovetal,

2017),被称为“污名效应”。Lindley& McIntosh(2010)利用1991-2005年间英国家庭小组调查数

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发现,在1991年过度教育的工人中,到2005年仍然有50%的劳动者是过度教

育的,并且与1991年适度教育的工人相比,收入惩罚长期存在,并没有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而减弱。
有两种对“污名效应”的经济学解释。第一种是信号理论。通过从事与自身受教育程度不匹配的工

作,劳动者向未来的雇主传递个人工作能力不足的负面信号,因此过度教育成为一种“陷阱”,使得在

职业生涯开始时的过度教育会导致以后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更大(Baertetal,2013;Meroni&
Vera-Toscano,2017;Clarketal,2017;Damelang&Ruf,2023)。第二种是培训理论。一方面,由于

过度教育劳动者的个体能力更强,公司为了节约用工成本倾向于提供更少的在职培训;另一方面,由
于过度教育劳动者离职率更高,公司提供在职培训也无法为己所用,倾向于对这类劳动者提供更少

的培训。总之,过度教育的劳动者一般比工作-教育恰好匹配的雇员参加更少的在职培训、工作技

能增加得更少(Büchel& Mertens,2004),导致工资增加幅度更低,“污名效应”长期存在。另一部分

学者并不同意过度教育长期“污名效应”存在,认为需要分情况讨论,对于利用过度教育来弥补人力

资本劣势的个体来说,“污名效应”是长期的,但对于利用入门级工作获得在职培训并进而寻找更好

就业机会的个体来说,这种影响是短期的(Rubb,2003)。
最后,职业变动也是劳动者收入变化的重要维度。Sicherman& Galor(1990)基于职业流动理

论解释了过度教育对劳动者职业流动的影响。理论假设当初次进入职场的劳动者选择一份低于其

教育水平即可胜任的工作时,由于公司对雇员工作能力的了解是动态的,随着工作时间和工作经验

的增长,公司将通过内部晋升而留住技术熟练且受教育程度高的雇员,这些过度教育的员工也可能

通过在职培训提高自身的工作技能,或者通过外部搜寻获得更充分的招聘信息,实现向上职业流动

(Rubb,2013)。过度教育对职业流动的影响在性别和专业维度均存在异质性。Park&Shahiri(2015)基
于韩国2009年女性毕业生职业流动性调查发现,与职业流动理论一致,真正过度教育的女性离职率

比表面上过度教育的女性离职率高出57%,并且她们展示出了向上流动的趋势。
(二)过度教育与企业生产效率

关于过度教育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是过度教育领域的另一个重要分支。目前研究非常集

中,但是得出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一方面,部分研究表明,过度教育通过降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而抑制企业生产效率提升。Smith

(1967)指出,雇员的劳动生产率是其工作满意度的函数,因此,当工作满意度降低后,雇员倾向于迟

到、早退或低出勤率,工作积极性显著降低,进而抑制企业生产效率,甚至会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产生

负面影响(Mavromarasetal,2013;Shevchuketal,2015)。近期的研究试图找到应对之策,Bede-
mariam&Ramos(2021)基于西班牙2011年青年职业发展数据研究发现,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实施职

业提升策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有明确职业规划的个体比完全不使用职业规划的个体有更好的

工作绩效,因此,诸如提高雇员的就业能力、拓宽其人际网络和明确其职业规划等职业提升措施,将
促使雇员积极塑造更适合自身能力的工作环境,追求职业目标,从而缓解过度教育对其工作满意度

的负面影响,进而降低雇员工作不满意的负面情绪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不利影响。Giulianoetal
(2017)借助比利时1999-2010年间收入结构调查(SES)和商业结构调查(SBS)数据研究发现,当企

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时,例如精准识别雇员工作能力、提高其岗位职责与人员工作能力的匹配度、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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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性别与年龄的限制框架、构建多元化员工体系和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双赢模式,将缓解雇员的过度

教育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负向影响。
另一方面,部分研究基于发达国家企业或者知识密集型企业的调查数据却发现了相反的结论,

即过度教育会提高企业生产效率。Büchel(2002)基于德国社会经济面板数据集(GSOEP)发现,过度

教育的员工更健康、更有工作意识和事业心,在同一家公司待的时间更长,利于企业长期稳定发展。

Kampelmann&Rycx(2012)利用比利时1999-2006年间的SES和SBS数据研究发现,雇员的学历

教育与在职培训存在替代关系,通过学校教育可以获得相应的工作技能。因此,当雇员平均过度教

育水平较高,企业劳动生产率也会被提高,而当雇员教育不足现象较严重,企业不得不增加在职培

训,提高劳动生产率。Mahyetal(2015)在知识密集型企业中发现了相似的结论,过度教育导致高技

能工作岗位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7%,而高科技类企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2.5%。
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的文献不仅没有讨论过度教育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不同规模企业生产效率

的影响,也没有对企业行为的其他诸多维度进行大量讨论,如过度教育对企业盈利能力、生存概率、
工业机器人的使用以及创新等方面的影响,而这些恰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点。

(三)过度教育与健康

随着管理学与应用心理学等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开展,现有研究从身体健康、生活满意度和工作

满意度等多个维度研究过度教育对健康的影响。
过度教育对劳动者身心健康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对男性新移民群体的影响尤甚。在身体健康

方面,Premji&Smith(2013)利用2003年和2005年加拿大社区健康调查数据,将工伤限定为活动受

限伤害和重复性运动损伤,研究结果发现,在女性样本中,过度教育劳动者工伤率显著高于适度匹配

的劳动者;在男性样本中,过度教育和新移民身份的相互作用导致其工伤率比移民多年的适度匹配

劳动者高出四倍。在心理健康方面,Frank& Hou(2018)利用加拿大社区健康调查面板数据发现,
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效应显著降低了其生活满意度,在技术移民群体中,这种负向影响尤为显著,但
长期而言,这种影响会减弱。

借助管理学和心理学的评估工具,从实证角度分析过度教育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成为可能。所

谓工作满意度,主要指劳动者对就业质量和工作声望的整体评价,不仅包括当前的经济回报,而且包

括未来职业发展和工作成就感(Kalleberg,2011)。新近的研究尝试基于更加丰富的各国劳动力调

查和企业调查的微观数据,甄别过度教育对其工作满意度不同维度的负向影响。Salahodjaev(2015)
利用2005年就业与职业灵活度全球调查(REFLEX)中捷克劳动力市场的数据研究发现,过度教育

对全职雇员的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尤其是男性的满意度比女性更低。Badillo-Amador&
Vila(2013)基于西班牙2001年的家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技能错配会对其工作满意度产生显著的负

面影响,其中,由于在职培训不足而导致的工作不满最为显著。Mavromarasetal(2012)利用澳大利

亚2001-2008年间劳动力市场数据也发现了这一结论。当具体到工作满意度的不同指标后,所有

学历水平的男性雇员对工作类型和工作时长都显著不满意,而女性雇员仅对整体工作指标显著不满

意。Bedemariam&Ramos(2021)进一步具体分析了过度教育对工作满意度的社会回报、内在特征

和外在因素三个维度的影响,利用西班牙青年劳动力数据研究发现,过度教育对工作满意度的社会

回报维度(地位、名望、个人关系)的回归系数为-0.91,负向边际效应最大,内在特征维度(任务多样

性、技能使用)的系数为-0.177,而外在因素(工资、晋升)的系数为-0.110,负向边际效应最小。考

虑到劳动者自愿接受过度教育的情况,有学者从工作岗位特征展开研究,例如,McGuinness&Sloane
(2011)基于2005年REFLEX中英国毕业生的数据研究发现,控制自愿过度教育这个因素后,过度

教育对工作满意度的负向影响程度显著减弱,其中工作安全性是雇员关注的重点,而工作的非收入

特征同样存在补偿效应,例如更低的裁员率、理想的工作时长、更大的工作灵活性和更短的通勤时间

等都能缓解过度教育劳动者对工作满意度的负向影响(Black,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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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过度教育与就业

过度教育的概念主要是针对高等教育毕业生低就导致教育回报下降的现象提出的,但是当劳动

力市场变革,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需求小于供给时,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不得不向下兼容,
失业率从高技能劳动者向低技能劳动者传导,低教育水平劳动者被挤出劳动力市场或者不得不接受

更低工资的工作岗位。这就是过度教育对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的就业“挤出效应”,显然会对失业

率,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失业率造成负面影响,也会对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稳定性产生负向影响。

Åberg(2003)利用瑞典1976-2000年的生活水平调查面板数据验证了该结论,劳动力市场的快

速变化,尤其是当受教育程度的变化速度快于工作结构的变化速度时,尽管低教育要求的工作占很

大份额,但仍会导致这类工作中过度教育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在总就业率下降的情况下,受教育程

度较低的劳动者将会因更激烈的竞争而被挤出市场。Lin& Wang(2005)基于中国台湾地区1993
年、1996年和1999年的家庭收支调查数据发现,过度教育对低教育水平劳动者的就业挤出效应体现

在受教育程度较低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扩大。
(五)过度教育与经济增长

正如过度教育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抑制效应”和“促进效应”一样,在宏观加总后,关于过

度教育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学术界亦未得出一致的研究结论。Guironnet(2009)利用法国1980
-2002年间的经济发展与劳动力数据研究发现,在短期内,发生过度教育的高等教育工人比例增长

率与GDP增长率之间负相关。但是,Ramosetal(2012)利用世界人口微观共享数据库(IPUMS)中
六个欧盟国家在1990-1992年和1999-2002年的两期样本数据,得到了相反的结论:无论解释变

量是过度教育工人的比例还是过度教育年限,都会对人均GDP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需要指出的

是,过度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在不同产业结构的国家存在异质性。

五、总结与展望

现有文献主要对过度教育的测度方法、产生原因、影响因素以及其对个人收入、企业生产率和社

会福利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得益于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的改进、多期微观面

板调查数据的可得性提高、管理学与应用心理学等领域方法的引入,过度教育的研究已经从个体偏

好一致性、市场无摩擦的静态研究框架,逐步向个体偏好异质性、行业长期动态变化的局部均衡研究

框架转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然而现有研究在理论框架、研究

内容与研究方法方面尚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例如,关于过度教育研究的经验分析较为丰富而理论

研究较少,静态分析和短期分析较多,而动态分析和长期分析较少;一些问题尚未得到有效回答,特
别是还存在一些既不符合直觉又与主流经验发现相悖的经验发现,其存在的原因尚待更合理的解

释。以上种种现象的存在意味着在过度教育研究领域仍然存在着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首先,进一步完善理论模型的设定。例如,构建包含资源配置市场摩擦和家庭经济行为的动态

一般均衡模型,为研究资源错配、劳动力需求和家庭经济行为关系提供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框架。现

有文献对过度教育的研究多限于个体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特征和企业属性,但是伴随着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新型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化社会正在形成,产业结构急速变革,而且随着人口结构的

剧变以及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过度教育的研究也应紧跟时代背景加以拓展,形成一个更为科学、全
面、系统的研究框架。

其次,拓展过度教育的经济社会福利的研究。现有文献关注过度教育对劳动者收入和企业劳动

生产率的探讨,对过度教育引致的性别发展差异和家庭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研究较少。除此之

外,尚未充分关注过度教育的溢出性影响,亦未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不同领域全面考察过度教育

对地区、政府、企业、居民的影响路径与机制。
再次,丰富和完善企业层面的研究。现有文献仅关注私营企业与公共部门对过度教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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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盈利能力和生存概率、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创新和所在行业垄断状况等维度

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并没有涉及。此外,关于过度教育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渠道尚待进一步明确,同时

对国际贸易政策、资本流动等因素的交互关联效应也有待进一步识别。
最后,改进研究方法。现有文献通过工具变量法、固定效应模型克服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的内

生性问题,试图识别过度教育对劳动者收入的边际影响,但其估计值依然有偏。在后续关于过度教

育问题的研究中,可以考虑依托事件分析法、结合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方法,进一步规范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Åberg,R.(2003),“Unemploymentpersistency,over-educationandtheemploymentchancesofthelesseducated”,

EuropeanSociologicalReview19(2):199-216.

Albrecht,J.&S.Vroman(2002),“Amatchingmodelwithendogenousskillrequirements”,InternationalEconomic

Review43(1):283-305.

Badillo-Amador,L.&L.E.Vila(2013),“Educationandskillmismatches:Wageandjobsatisfaction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JournalofManpower34(5):416-428.

Baert,S.etal(2013),“Overeducationatthestartofthecareer:Steppingstoneortrap?”,LabourEconomics25:123-140.

Bedemariam,R.&J.Ramos(2021),“Over-educationandjobsatisfaction:Theroleofjobinsecurityandcareerenhan-

cingstrategies”,EuropeanReviewofAppliedPsychology71(3),no.100632.

Black,D.J.(2012),“Overeducation:Isitvoluntaryforsomeindividuals”,Ph.DThesis,TheUniversityofMelbourne.

Blzquez,M.&S.Rendon(2014),“Over-educationinmultilingualeconomies:EvidencefromCatalonia”,Interna-

tionalMigration52(6):149-164.

Büchel,F.&A.Mertens(2004),“Overeducation,undereducation,andthetheoryofcareermobility”,AppliedEco-

nomics36(8):803-816.

Büchel,F.& M.V.Ham(2003),“Overeducation,regionallabormarkets,andspatialflexibility”,JournalofUrban

Economics53(3):482-493.

Büchel,F.(2002),“TheeffectsofovereducationonproductivityinGermany:Thefirmsviewpoint”,Economicsof
EducationReview21(3):263-275.

Carroll,D.& M.Tani(2013),“Over-educationofrecenthighereducationgraduates:New Australianpanelevi-

dence”,EconomicsofEducationReview32:207-218.

Carroll,D.& M.Tani(2015),“Jobsearchasadeterminantofgraduateover-education:EvidencefromAustralia”,

EducationEconomics23(5):631-644.

Charalambidou,C.&S.McIntosh(2021),“Over-educationinCyprus:Microandmacrodeterminants,persistenceand

statedependence—Adynamicpanelanalysis”,ManchesterSchool89(2):172-189.

Chevalier,A.(2003),“Measuringover-education”,Economica70(279):509-531.

Clark,B.etal(2017),“ThecareerprospectsofovereducatedAmericans”,IZAJournalofLaborEconomics6(1):1-29.

Clogg,C.C.&J.W.Shockey(1984),“Mismatchbetweenoccupationandschooling:Aprevalencemeasure,recent

trendsanddemographicanalysis”,Demography21(2):235-257.

Croce,G.&E.Ghignoni(2012),“DemandandsupplyofskilledlaborandovereducationinEurope:Acountry-levela-

nalysis”,ComparativeEconomicStudies54(2):413-439.

Dahlstedt,I.(2015),“Over-educationamongstthechildrenofimmigrantsinSweden”,NordicJournalofMigration

Research5(1):36-46.

Damelang,A.&K.Ruf(2023),“Onceoutside,alwaysoutside?Thelinkbetweenovereducationpersistenceandtrain-

ingsystemsthroughouttheemploymentcareer”,SocialScienceResearch109,no.102774.

DeAlwis,S.etal(2020),“Theeducation-occupation(mis)matchofAsia-bornimmigrantsinAustralia”,Population

ResearchandPolicyReview39(2):519-548.

DeOliveira,M.M.etal(2000),“Theroleofhumancapitalandtechnologicalchangeinovereducation”,Economicsof
EducationReview19(2):199-206.

DellAringa,C.&L.Pagani(2011),“Labourmarketassimilationandover-education:Thecaseofimmigrantworkers

—751—

李新荣等:过度教育的经济学研究新进展



  2023年第9期

inItaly”,EconomiaPolitica28(2):219-240.

Dockery,A.M.&P.W.Miller(2012),“Over-education,under-educationandcredentialismintheAustralianlabour

market”,NCVERMonographSeries10/2012,NationalCentreforVocationalEducationResearchLtd,Australia.

Dolado,J.J.etal(2009),“On-the-jobsearchinamatchingmodelwithheterogeneousjobsandworkers”,Economic
Journal119(534):200-228.
Dolton,P.J.& M.A.Silles(2008),“Theeffectsofover-educationonearningsinthegraduatelabourmarket”,Eco-

nomicsofEducationReview27(2):125-139.
Duncan,G.J.&S.D.Hoffman(1981),“Theincidenceandwageeffectsofovereducation”,EconomicsofEducation

Review1(1):75-86.
Ermini,B.etal(2017),“OvereducationandtheGreatRecession:ThecaseofItalianPH.Dgraduates”,Universita

PolitecnicadelleMarche(I)WorkingPapers,No.420.

Filiztekin,A.(2011),“Education-occupationmismatchinTurkishlabormarket”,MPRAPaper,No.35123,Univer-

sityLibraryofMunich.

Francesconi,M.&J.J.Heckman(2016),“Childdevelopmentandparentalinvestment:Introduction”,Economic
Journal126(596):1-27.
Frank,K.&F.Hou(2018),“Over-educationandwell-being:Howdoeseducation-occupationmismatchaffectthelife

satisfactionofuniversity-educatedimmigrantandnon-immigrantworkers?”,Ethnicity& Health23(8):884-901.
Freeman,R.(1976),TheOvereducatedAmerican,AcademicPress.

Fu,Y.C.etal(2021),“Over-educationofyouthgenerationinOECDcountries:Thecomparativestudybasedon

PIAAC”,JournalofEducationalResearchandDevelopment17(3):71-105.
Gaeta,G.L.(2015),“Wasitworthit?Anempiricalanalysisofover-educationamongPhDrecipientsinItaly”,Inter-

nationalJournalofSocialEconomics42(3):222-238.
Galasi,P.(2008),“Theeffectofeducationalmismatchonwagesfor25countries”,BudapestWorkingPapersonthe

LabourMarket,No.BWP-2008/8.

Gautier,P.A.(2002),“Unemploymentandsearchexternalitiesinamodelwithheterogeneousjobsandworkers”,

Economica69(273):21-40.

Ghignoni,E.& A.Verashchagina(2014),“EducationalqualificationsmismatchinEurope:Isitdemandorsupply
driven?”,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42(3):670-692.
Giuliano,R.etal(2017),“Does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makeover-educatedworkersmoreproductive?”,Ap-

pliedEconomics49(6):587-605.
Gottschalk,P.& M.Hansen(2003),“Istheproportionofcollegeworkersinnoncollegejobsincreasing?”,Journal

ofLaborEconomics21(2):449-471.
Green,F.&S.McIntosh(2007),“Isthereagenuineunder-utilizationofskillsamongsttheover-qualified?”,Applied
Economics39(4):427-439.

Griesshaber,N.&V.Seibel(2015),“Over-educationamongimmigrantsinEurope:Thevalueofcivicinvolvement”,

JournalofEthnicandMigrationStudies41(3):374-398.

Guironnet,J.P.(2009),“Capacitédutilisationducapitalhumainetcroissancedelaproductivitéfrançaisede1980à

2002”,EconomiesetSociétés40:857-876.
Haddad,G.K.& N.Habibi(2017),“Verticalskillmismatchandwageconsequencesinlow-skilledjobs:Evidence

fromIran”,InternationalLabourReview156(1):45-72.
Kalfa,E.& M.Piracha(2017),“Immigrantseducationalmismatchandthepenaltyofover-education”,EducationE-

conomics25(5):462-481.
Kalleberg,A.L.(2011),GoodJobs,BadJobs:TheRiseofPolarizedandPrecariousEmploymentSystemsinthe
UnitedStates,1970s-2000s,RussellSageFoundation.

Kampelmann,S.&F.Rycx(2012),“Theimpactofeducationalmismatchonfirmproductivity:Evidencefromlinked

paneldata”,EconomicsofEducationReview31(6):918-931.

Karakaya,G.etal(2007),“OvereducationontheBelgianlabourmarket:Evaluationandanalysisoftheexplanatory
—851—



factorsthroughtwotypesofapproaches”,Compare37(4):513-532.

Kiersztyn,A.(2013),“Stuckinamismatch?Thepersistenceofovereducationduringtwentyyearsofthepost-Communist

transitioninPoland”,EconomicsofEducationReview32:78-91.

Korpi,T.& M.Tåhlin(2009),“Educationalmismatch,wages,andwagegrowth:OvereducationinSweden,1974-

2000”,LabourEconomics16(2):183-193.
Kthiri,W.(2019),“Over-educationintheTunisianlabourmarket”,EMNESWorkingPaper,No.22.

Kucel,A.& M.Vilalta-Bufí(2019),“Universityprogramcharacteristicsandeducation-jobmismatch”,B.E.Journal
ofEconomicAnalysis& Policy19(4),no.20190083.

Lara,M.& R.Costanzo(2016),“Nocountryforgraduates:Occupationalover-educationamongItalianworkers”,

StatoeMercato3:425-450.
Leuven,E.& H.Oosterbeek(2011),“Overeducationandmismatchinthelabormarket”,in:A.Ericetal(eds),

HandbookoftheEconomicsofEducation,Elsevier.
Li,Fengliangetal(2010),“Jobsearchandover-education:EvidencefromChinaslabourmarketforpostgraduates”,

PerspectivesinEducation28(2):41-50.
Lim,H.E.(2013),“OvereducationandhappinessintheMalaysiangraduatelabourmarket”,InternationalJournal
ofBusinessandSociety14(1):93-110.

Lin,C.&C.Wang(2005),“Theincidenceandwageeffectsofovereducation:ThecaseofTaiwan”,JournalofEco-
nomicDevelopment30(1):31-47.

Lindley,J.&S.McIntosh(2010),“Istheover-educationwagepenaltypermanent?”,TheUniversityofSheffield,De-

partmentofEconomics,WorkingPapers,No.2010004.

Mahy,B.etal(2015),“Educationalmismatchandfirmproductivity:Doskills,technologyanduncertaintymatter?”,

DeEconomist163(2):233-262.
Marqués-Perales,I.&C.J.Gil-Hernndez(2015),“Socialoriginsandover-educationofSpanishuniversitygraduates:

Isaccesstotheserviceclassmerit-based”,RevistaEspañoladeInvestigacionesSociológicas150:89-112.
Mavromaras,K.etal(2013),“Jobmismatchesandlabourmarketoutcomes:Panelevidenceonuniversitygradu-

ates”,EconomicRecord89(286):382-395.

Mavromaras,K.etal(2012),“Theroleofeducationpathwaysintherelationshipbetweenjobmismatch,wagesand

jobsatisfaction:Apanelestimationapproach”,EducationEconomics20(3):303-321.
McGuinness,S.&P.J.Sloane(2011),“LabourmarketmismatchamongUKgraduates:AnanalysisusingREFLEX

data”,EconomicsofEducationReview30(1):130-145.
Méndez,L.(2018),“Immigrantsover-educationandwagepenalty:EvidencefromUruguay”,No.18-16,Docu-

mentosdeTrabajo(WorkingPapers),InstitutodeEconomÃa.

Meroni,E.C.&E.Vera-Toscano(2017),“Thepersistenceofovereducationamongrecentgraduates”,LabourEco-
nomics48:120-143.

Mincer,J.A.(1974),Schooling,Experience,andEarnings,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
Nielsen,C.P.(2011),“Immigrantover-education:EvidencefromDenmark”,JournalofPopulationEconomics24
(2):499-520.

Park,K.& H.Shahiri(2015),“Over-educationandjobmobilityamongyoungKoreanfemalegraduates”,Asian
Women31(3):55-78.

Premji,S.&P.M.Smith(2013),“Education-to-jobmismatchandtheriskofworkinjury”,InjuryPrevention19
(2):106-111.

Quinn,M.A.&S.Rubb(2006),“Mexicoslabormarket:Theimportanceofeducation-occupationmatchingonwages

andproductivityindevelopingcountries”,EconomicsofEducationReview25(2):147-156.
Ramos,R.etal(2012),“Regionaleconomicgrowthandhumancapital:Theroleofover-education”,RegionalStudies

46(10):1389-1400.

Romanov,D.etal(2017),“Overeducation,jobmobilityandearningsmobilityamongholdersoffirstdegrees”,Ap-

pliedEconomics49(26):2563-2578.
—951—

李新荣等:过度教育的经济学研究新进展



  2023年第9期

Rubb,S.(2003),“Overeducation:Ashortorlongrunphenomenonforindividuals?”,EconomicsofEducationRe-

view22(4):389-394.

Rubb,S.(2013),“Overeducation,undereducationandasymmetricinformationinoccupationalmobility”,Applied

Economics45(6):741-751.

Ryan,C.& M.Sinning(2011),“Skill(mis-)matchesandover-educationofyoungerworkers”,ANationalVocational

EducationandTrainingResearchandEvaluationProgramReport,NationalCentreforVocationalEducationRe-

searchLtd.,Australia.

Salahodjaev,R.(2015),“Ismorealwaysgood? Over-education,jobsatisfactionandwagesontheCzechlabormar-

ket”,JournaloftheCorvinusUniversityofBudapest37(3):403-414.

Santiago-Vela,A.&A.Mergener(2022),“Genderovereducationgapinthedigitalage:Canspatialflexibilitythrough

workingfromhomeclosethegap?”,SocialScienceResearch106,no.102727.

Sarkar,S.(2017),“Employmentpolarizationandover-educationinGermany,Spain,SwedenandUK”,Empirica44
(3):435-463.

Sharaf,M.F.(2013),“Job-educationmismatchanditsimpactontheearningsofimmigrants:Evidencefromrecent

arrivalstoCanada”,InternationalScholarlyResearchNotices,https://doi.org/10.1155/2013/452358.

Shevchuk,A.etal(2015),“Educationalmismatch,gender,andsatisfactioninself-employment:ThecaseofRussian-

languageinternetfreelancers”,ResearchinSocialStratificationandMobility40:16-28.

Sicherman,N.&O.Galor(1990),“Atheoryofcareermobilit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98(1):169-192.

Smith,P.C.(1967),“Thedevelopmentofamethodofmeasuringjobsatisfaction:TheCornellstudies”,in:E.A.

Fleishman(rev.ed),StudiesinPersonnelandIndustrialPsychology,Homewood,Ill.:TheDorseyPress.

Spence,M.(1973),“Jobmarketsignaling”,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87(3):355-374.

Tarvid,A.(2012),“Effectsofthefieldofhighereducationontheprevalenceofover-educationinEuropeancountries”,in:

J.E.Kesner(ed),Education:Evaluation,ReformandPolicy,AthensInstituteforEducationandResearch.

Thurow,L.C.(1975),GeneratingInequality:MechanismsofDistributionintheU.S.Economy,NewYork:BasicBooks.

Wen,L.&S.A.Maani(2022),“Earningspenaltyofeducationalmismatch:Acomparisonofalternativemethodsof

assessingover-education”,NewZealandEconomicPapers56(2):169-194.

Zakariya,Z.(2014),“Theeffectsofover,requiredandunder-educationonearningsinmanufacturingsectorinMalay-

sia”,InternationalJournalofManagementStudies21(1):83-109.

ResearchProgressontheEconomicsofOvereducation

LIXinrong WANGMengya DONGJiani
(Central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Beijing,China)

  Abstract:Thankstotheimprovementofanalyticalframeworksandresearchparadigms,theavailabilityofmicro
surveydata,andthecrossresearchinfieldssuchasmanagementandappliedpsychology,thestudyoftheeconomics
ofovereducationhasgraduallyshiftedfromastaticmodelofconsistentindividualpreferenceandfrictionlessmarketin
theneoclassicalframeworktoapartialequilibriummodelthatemphasizesheterogeneousindividualpreferenceanddy-
namicchanges.Thispapersummarizesthedynamicmeasurementmethods,economicexplanations,importantfactors
thataffectovereducation,andthesignificantimpactofovereducationonindividualincome,firmsproductionefficien-
cy,health,employmentrate,andeconomicgrowth.Finally,thispaperelaboratesontheresearchcontentandmeth-
odsthatcanbeexpandedandimprovedinthisfield,inordertoprovideusefulreferencesforacomprehensivelyunder-
standingofover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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